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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化時代的公共組織設計

近年來民營化運動方興未艾，民營化的基本論題為原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應否轉移於民間，這種趨勢意味著公共功能的重新組織，使公共行政的學者必須重新思考公共組織的設計。奠基於費堯(Henri Fayol)、古立克(Luther Gulick)、伍偉克(Lyndall Urwick)、韋伯(Max Weber)等的傳統大而有效率的官僚組織設計受到嚴酷的考驗，一九九五年柯林頓(B. Clinton )的再造政府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率先挑戰大有為的政府架構、他朝向小而有效率的聯邦政府設計，的確改善美國日益惡化的赤字預算。民營化運動挑戰的是公共組織的效能問題而不是以私有化為焦點，九○年代漸增的公共資本短缺使得公共組織必須與私人企業競爭對社會的貢獻。當代的公共選擇理論、政府間關係理論即解釋了公共組織的效能問題，此外政策執行的理論對於組織效能的環境亦有所闡述。本文的主旨有三：首先從公共選擇、經濟、公共利益、組織間關係與執行環境，探討民營化的理論基礎；其次，討論再造政府的民營化政策指標；最後，評估各種形態的民營化抉擇。
1、 公共組織建構的理論
公共組織民營化奠基於下列的理論基礎之上。
一、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

  公共選擇理論從市場失靈的觀點（market failure）主張公共與私人組織結合的組織設計。Tullock(1975)，Niskanen(1975)，Breton(1974) 與Buchanan (1978)等人對於多元政治制度之下公共預算的澎脹多所批評，在自我利益的動機之下，政黨與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迫於政黨競爭的邏輯而競相開支票以獲取選票，一旦執政，則以政治成本與利益的分析作為公共政策制定的準繩，以便贏得下次的選舉。政客們規劃其政策立場以期勝選；而非藉由勝選以規劃政策，因此，每一個政黨與候選人尋求吸引最多選票的政策立場，以致浮濫的公共建設不斷增加，最有名的當推1986年美國的肉桶立法(pork -barrel legislation)。公共選擇論者更關心的是很多公共建設提供準公共財(quasi-public goods)的服務，其服務只有少數人享受而成本卻由全民負擔，高層政府官員無暇對政策作評估，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吸引利益團體的支持，即使事後發現並無價值或並不可行，只要利益團體與長官的支持，仍可繼續政治生涯。在政策專家與利益團體組成的功能權(functional power)的支配之下，多數的利益經常被否定，官僚機構儼然無法控制(Lowi,1979)。
官僚機構官僚行為更加深此一過程的扭曲，公務人員在決策過程中自我利益的抉擇壟斷成本利益的資訊，官僚追求持續的預算成長，以便增加員額以利日後升遷，這就是所謂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
官僚組織傳統上以擴大預算為目標，所以經常過度的供給輸出；而且所編製的預算多為社會上最佳服務水準的兩倍。因此，公共選擇理論主張公共服務應開放私人公司競爭。
民營化因而成為公共選擇論者效率的格言，其理由有三：
1、公共組織在承包者的競爭之下，預算及成本效率的資訊將透明化而無所遁形；
2、 民營公司多為單一目的的組織，而且在運作上比公共組織更具彈性，所以 能更有效率的迎合完善界定的功能；
3、民營化是打破專業化公共事務壟斷的方法。(Dunleavy, 1993:136-137)

公共選擇論者主張的公共組織形態具有下列的規範指標：
1、小規模而非大規模的公共服務企業；
2、經由開放的承包契約，邁向績效承包制度；
3、公共服務並非公共財，其財政來源應為使用者付費而非由一般稅支付；
4、公共服務的提供趨向於私人或獨立企業而非公共的官僚組織( Wise,1990:143 )

公共選擇理論作為公共組織設計的基礎仍有其限制：
1、它不能提供廣博性的組織理論架構：雖然某些次級政府活動，例如垃圾廢棄物之處理可以視為公共財的應用，但是治安巡邏或民權就不能當作工業予以經營。
2、公共選擇理論的自我利益假定的不完全：Kelman (1987:80)認為此假定忽略人性的善良面在政策過程中理想會戰勝自我利益與公共精神的角色，其假定不能描述也不符民主政府的規範。公民的能力、成熟度以及學習過程可以促進民眾與行政人員的政治教育。
3、公共選擇論主張司法的民主(juridical democracy)以代替主從機構(principal-agent)的分析觀點。就主從分析觀點言，立法機關是主要的決策者，行政官僚是忠實執行的角色，但是因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information asymmetry problem)，官僚機構比主要的立法者擁有較多的行動資訊，因此立法機關授予大量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裁量權，然而裁量權甚少成為解決問題的工具，卻成為人民意志的障礙，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必須依賴司法裁決以約束官僚的裁量。公共選擇偏好的司法裁決衝突，與代議制度所強調的制衡(check and balance)原則不符。
4、公共選擇論的組織設計模式較適合於地方政府的裁量，並不適合中央層級政府功能的應用。
二、府際關係理論(Interorganizational Theory)
一九六Ｏ年代到一九七Ｏ年代組織設計的重點己不侷限於內部的組織關係，而強調環境與組織的關係。組織理論學者指出組織內部結構依其環境而定，換言之，環境決定組織效能，組織系統與過程的設計應實現效能標準。
組織與環境關係的界定有幾個觀點，Evan(1966:173-192)認為應從特殊環境的焦點來界定組織的組合，例如美國聯邦管制委員會以壓力焦點為組織設計標準，將監督商業行為的州際商業委員會與管制食品衛生的食品藥物局的納入組織的防衛組合；Warren (1967:396-419) 概念化組織環境為受到環境影響的互動組織的結構網(structured network)或結構領域(structured field)；Crozier以及Theoenig( 1976:547-569 ) 研究法國地方政府證實組織網路多多少少是有結構的、有組織的系統。Warren與Rose (1974:157 ) 研究社區貧窮與模範城市計畫，發現高度結構的關係領域及其決策程序決定社區的功能及資源；Pfeffer以及Salancik (1978:32 ) 研究組織的相互依賴關係及發展，發現組織乃在任何既定時間所從事的整套內部結構的活動的組合。
府際關係理論的概念，開闢了政策設計者應分析政策領域的組織關係與政策後果關聯性的先河，它雖未能提供規範性架構，但提出組織設計的標準如下：
1、公共組織應適應組織間關係，例如，如何與其它組織互動，其結構如何影響互動；
2、達成政策制定者所需要的府際互動的產出，亦即所期冀的政策輸出及政策後果；
3、最可能獲得產出的組織網形態；
4、最有利於促進相關組織網達成所期冀的變遷的公共組織形態；相關的公共組織應如何結構與互動。
上述指標隱含行政人員的雙重管理責任：其一為制度的管理；其二為跨組 織的管理。後者的焦點就是對一系列的相互依賴組織的管理，包括營利、非營利與政府組織的管理。
三、三重指標的公共組織建構觀點
Wise(1990)認為民營化對公共組織的挑戰無可避免，公共組織必須重新思考其功能，但是公共政策的定義並不是政府官員民營化所有公共事務，民營化的設計可以結合公共與私有組織的合作。民營化時代公共組織功能，包括組織的建立與終結、任務與目標、財貨與服務、運作的區域、受服務對象、以及收費與價格，無可避免受到市場與多元力量的控制。
雖然組織設計的主要課題是在如何融合政治與經濟的考量於公共組織中，例如，Dahl與Lindblom (1953 )、Lindblom (1977 )等人之運用政治經濟理論補充組織間關係理論，認為要了解組織功能必需了解環繞於組織的外在政治經濟關係。但是，所謂公共活動的府際關係係由不同類型的公、私組織所組成，此並非意味著公、私活動並無明顯界限，公共組織以市場經濟的方式操作但仍需保留民主政府的特質，這是政治經濟理論所難解釋的。而且，民營化的公共活動因為所有權、財務程序、社會控制方法的差異，很難統一界定為政府公司或政府贊助企業。
Wise(1990)提出三層面的分析觀點以提供民營化抉擇的參考。Wise 認為公共組織的設計奠基於利益團體的政治壓力、經濟因素、與管理的三變項，決策者可衡量此三變項償付後之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民營化政策：
1、公共利益
公共組織是為了增進公共利益而創造，但公共利益的定義為何，公共行政尚未達成一個共識的定義。Wise認為公共利益並不等同多元團體主義下的私人利益的集合，公共利益的概念至少應含蓋民選控制以及領導的觀念，前者，乃民主政府主權的行使必須向人民負責；後者，謂領導當局診斷問題、建立民眾支持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促進公共利益的政府是適當行使主權，而不是團體競爭之下的政府，亦即政府強化公共組織以權威，使其在必要情況下得以運用強制性權力解決問題，例如，美國國會曾授與聯邦商業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權威使其獨立於司法部門而執行反托辣斯司法，賦與其獨立的爭訟權威，使其在1984年用以起訴紐奧良(New Orleans)以及明尼阿波里斯市(Minneapolis)對計程車的管理。(Wise, 1990: 149)

為確保公共利益的實現，決策者對公共組織指派權力之際尤須考量公共服務的結果，不僅權力的授予要充分，而且要確保公共目的而非狹隘私益的達成。
公共組織無非是為公共利益而建構，遺憾的是現制結構的設計有其困境，三權分立的制衡為保障公共利益的設計，尤其，美國的三權分立與制衡延展於各層級政府，以確保各政府機關促進民主與政治責任。然而，官僚基本結構的政府組織的特質，組織內部結構預算、人力資源、採購部門的複雜性，不盡然皆以促進公共利益為鵠的，例如文官功績制也是歷經多年的改革方始建立。所以Wise認為公共組織的設計不必完全依照現制，組織設計的決策應在政策制定者的控制之下以求最大的公共利益(Wise,1990:149)。他不認為公共組織的設計應依照傳統的目標管理(OBM)程序，重要的是應考慮府際間互動者有效回應的誘因。
2、經濟層面
經濟層面包括有效產生政治經濟功能的因素，包括生產公共財的各種誘因，使公共組織能夠像私人組織般的活力，促使整體社會經濟發展。
經濟因素層面比成本效益問題廣泛多了，公共或私組織的供需抉擇並不是單純的以低成本、低品質的質與量來決定。果如是，將導致決策奠基於短程的供需因素。經濟層面猶須考慮潛在的供需者、穩定與市場的合適性，例如，當政府是唯一的買家，而只有一、兩家潛在的賣者，則私營化並無意義。至於何者是潛在或現在組織所要求的市場環境？當太多熱衷於市場的私人組織不滿足於現制就該民營化了。例如，空運交通民營化的需求，既無界定的潛在經濟來源亦無潛在的市場進入者，雖然空運交通的性質是自然的壟斷，美國總統委員會仍簽署某些民營化措施。
此外，當成為公共財時，品質的條件就是要符合標準，公共組織必須補充私人組織的活動以確保品質的不被忽略，例如戒毒計畫的品質就是要使參與戒毒者回歸社區。
經濟面的因素不僅僅是遞送公共服務，而且隱含著公共組織在經濟體系的角色。根據Schultze (1982: 483 )的觀察，在能源與環境政策上，一般可接受的國家政策目標，乃導引連鎖的行動者直接影響公民與企業的生產與消費，政府的介入，乃是私人企業與市場實現更多生產的誘因的障礙。在財經市場以及財貨與服務全球化的時代，政府介入的問題更有待討論。政府不須再扮演工業政策辯論者，政府不須企劃工業政策大綱，政府只須在整体財經金融架構上處理問題，這就是公、私組織關係的公共組織角色的重要課題。今日政府的財經政策是提供隱定的財政貨幣政策，以確保非通貨膨脹的經濟成長的環境，以保障技術創新、培養未來人才的教育體系、一個自由公平的世界貿易環境、反托辣斯與外貿政策以反映新的全球環境，協助公司行號與勞工反應變遷的技術與市場。
公共組織在今日混合經濟的角色問題是各種不同理論的焦點，公共組織與政府本身角色纏結的問題，使福利經濟學認定政府行動理性是市場失靈的主因，例如，競爭的失敗、不充分的市場、資訊失靈、失業、通貨膨脹與貧富不均衡。Nelson (1987:544 )質疑福利經濟途徑對於政府角色之解釋是否有助於了解，他認為市場失靈的概念太富彈性而用途不大，無法看清今日混合政治經濟下制度的複雜性，市場失靈隱含政府計畫是最後手段，政府的運用是例外。他說：
從另一觀點看，政府的影響力是普遍存在的，政府規定基本規則，界定與規範其他機關的運作。政府的手段自然運用於公共目的的達成，政府不必常干預乃因其訂定行動步驟使其他機關可以遵循，或作為工作達成的工具性。(Nelson,1996:544)

從Nelson的觀點看，公共組織必須設計為扮演設計其他組織達成經濟成長與公共福利程序的積極角色，而市場互動是組織間互動的最可行方法。公共組織透過反托辣斯政策、貿易計畫、契約法、專利保護、以及管制財經市場以促進競爭並允許市場運行，假如結構的計畫允許，公共組織可以執行補足的角色以產出混合的公、私財。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污染信託計畫，訂定空氣污染標準，但允許製造業決定如何防治，即為一例。
三、管理的層面
管理層面關心的是公共組織如何在公私府際領域之間運用各種工具與制度以強化或限制管理者適應變遷的能力，Salamon (1989:7-13) 認為由於第三黨政府(third-party government)的出現，傳統公共行政制度的管理模式應是最後的考慮。第三黨政府並非聯邦機關、也不是公共機關，但分享經營聯邦計畫中權威，聯邦管理者最好不試圖完全的控制，管理的焦點應放在政策工具上，政策的工具例如一般補助金、計畫補助金、直接的服務、利率補貼等。政策工具對計畫效能、效率、行政可行性、政治支持與平等有很大影響，政策工具結果之間的償付(tradeoff)是公共組織設計的關鍵抉擇，也是公共組織能否適應變遷、限制或強化管理能力的取決點。
雖然Salamon觀點並不意味著行政管理制度的排除，行政管理制度亦影響組織管理能力，只是管理體系不再僅是單純的傳統管理，管理系統蛻變成支配的、與控制性的，管理人員巳失去調適適應動態變遷中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活躍能力。例如美國愈來愈多的地方公共服務以承包契約方式脫離聯邦人事管理範疇，將來愈多實際決定公共服務的決定權將讓渡其他組織，貫澈層級控制體系的一條鞭管理系統，有些必須授權執行機搆，有些由國會決定，聯邦組織管理鎖鏈漸失行政指揮、監督權。此外，重要的管理系統包括預算、人事、採購、管制程序以及資訊系統等，也深受國會與行政部門的政策決更所影響。國會制定政府的採購、人事、與預算政策，然而，行政管理的適應環境能力常不符國會期望，混血組織(hybrid organization)—政府公司、政對贊助企業於焉產生，以逃避政府管理政策的僵化，達成私有組織特有的效率目標。
混血組織明顯或隱含政府的出資，但都不在政府的管制與監督程序之下，Salamon認為公共組織與管理系統多元化不見得是壞事，可以提供決策者衡量組織之間能力的省思，公共組織環境的複雜性使管理的設計以穩定為考量，因此藉由漸增的規章、規則加強人事、預算、採購等控制程序，除非管理系統變遷，否則公共組織將是公共政策網路上的一個脆弱聯結，也因此決策者必須允許政策工具的選擇以利於管理者管理其組織的關係。
從以上組織理論觀點，所獲的結論是公共服務的組織形態將減少複雜化，但公共服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民營化策略而已。雖然民營化的浪潮改變了組織關係，公共組織的責任並未消失，只是改變而已，公共組織的設計原則主要在使管理者適應環境，從公共利益、經濟與管理層面思考公共組織的設計。
貳、公共組織的再造指標
民營化理論強論政府與非政府力量的相互依賴關係以迎合社會與經濟的挑戰，一九九Ｏ年代民營化熱潮在英國出現強化能力(enabling)的名詞以形容政府角色的移轉，在美國稱為再造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運動，公共組織的再造指標如次。
一、後官僚組織的典範原則
公共行政的發展自從一九七三年Pressman與Wildavsky (1973)對奧克蘭計畫(Oakland project )作個案研究，提出決策與執行不可分離的觀點以來，公共行政與政治合一的研究趨向持續到。一九九０年代，隨著民營化的行政焦點開始有了轉折。如上述民營化理論所主張的是回歸行政與決策分離的觀點，公共選擇理論質疑政治人自我利益，府際關係理論強調政府之間的合作為改進行政效率的前提，Wise更明白指出行政部門競爭力的提升才是公共行政的責任。二十世紀初期行政與政治二分的遺產仍是今日行政改革的主流，只不過韋柏( Max Weber)官僚模式組織程序僵化的設計為Barzelay (1992) 所稱的後官僚模式所取代。
後官僚模式與官僚模式所不同的是企業觀念的引進，豐饒了官僚組織這片沃土，以顧客為取向的企業般經營消除腐化及浪費，提升與企業競爭的能力，為達成此目的，後官僚組織設計的典範原則乃以顧客為公共管理的主要取向，以顧客為中心的管理原則如下。
1、 從公共利益轉移到公民價值的落實
組織改革的目的在迎合公共利益，清廉與效率的政府將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清廉意味免於特殊主義、安插閒職，以及直接的貪污；效率意味著政府有效改善都市環境、提高教育水準、以及提升公共衛生。
以往界定公共利益的策略是甄拔、發展以及引薦專家等非民選官員於會計、工程、社會工作等部門。後官僚時代面對對抗疾病、創造公民就業機會、以及向公共基金負責的迫切改革需求。官僚決策所界定公共利益標準常不符公民的集合需耍與期望的結果。因此，後官僚模式重視公民價值，公民的價值不該由專業社會所假設，可以激勵更多的探討與參與，使公共利益的結果更符合公民的價值。
2、 從效率移轉到品質與價值
有效率的工業行政與有效率的公共行政當有所區別。效率工業生產貨物的數量大於成本，工業經理聘雇專家負責人事、會計、監督、考核、與產品的設計。效率的政府應用工業管理規則，例如組織重組、會計制度、專業人員、與成本控制，再加特定的行政程序及技術，例如角色與責任、預算的集中審核、採購集中化、工作計畫、報告制度與分析方法。但是，以往公共行政引用工業成本的削減觀念，卻引起公民對公共服務品質漸增的不滿，其主要的關鍵在於公共行政的效率概念是以產品或服務、品質、與價值為核心 ( Barzelay,1992.:120)， 效率公共行政的產品概念卻無法承繼自企業，產品品質與價值的界定有三前提：(1)價值的衡量係由顧客(公民)所界定，換言之，產品品質係以公民的接受為要件；(2)扣除成本的淨價值，因此減少支出是一項考慮；(3)違反順從的成本應列入考慮，所以違反順從規範可以課以罰金。
3、 從行政轉移到生產
傳統公共行政的目的在有效執行法律以解決公共問題，公共組織以層級化與部門化執行其功能，但是這種組織設計己不再滿足，年青的公務人員不再願意接受嚴密的監督，再者，公民也質疑層級節制架構下公僕的工作價值。因此後官僚模式提出遞送公共服務或生產的概念，將生產的概念保留在嚴密的程序中，但是產品的生產不是分配與消費二分法的過程，公務員仍從事生產、遞送、與消費過程，不過顧客也常參與生產過程。
4、 從控制轉移到嬴取對規範的遵守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官僚組織的控制束縛在規則、權威與責任的集中化、以及提供教育、諮詢等推動工作方法。人群關係取向的改革方法，例如授權、分權化、流暢工作程序、奠基於誘因的管制，仍無法完全取代傳統原則。後官僚模式的設計導向為：(1)講求手段—原則，不強調規則，也就是以溝通規範協調各機關組織；(2)體認順從者面對選擇環境的複雜性與含糊性；(3)強調酬賞與肯定的工作關係可激勵順從對象產出效率的績效(barzelay,1992: 125)。既然順從者面對的是複雜不明朗的抉擇，所以後官僚模式的順從策略是提升順從者應用規範的能力，使順從者有能力挑選最佳的順從途徑。
5、 使命感、服務、顧客與成果取代功能、權威、與結構
功能是抽象的工作類別，使公共組織像個技術工具而不像邁向目標的機關；權威是決策與要求服從的權力，權威的焦點忽略了勸服與交換等社會計較與控制的方法；結構強調的是上、下服從關係，結構的焦點使組織手段凌越組織目的與策略。後官僚模式的觀點，認為組織的挑戰就是如何協助人們去思考與從事社會上的有用工作。使命、服務、顧客與行政後果的觀念有助於公務人員表達他們的目的以及思考如何達成目的。使命是主張組織製造公共財的貢獻；服務是組織的產品；顧客是公僕責任對象的顧客關係中的個人或集合體；成果是組織活動期冀的產出。
6、 從被動的負責轉向主動的建立責任
在官僚組織的典範中，行政人員的主要角色是運用權威以推動部屬的責任，形式的、層級的、與矯正的責任概念是組織設計的重點。形式主義忽視情緒、忠忱、與非正式同儕規範影響動機與行為的角色；層級的焦點忽略功能互動網路；被動的責任只是追溯既往以及避免錯誤。後官僚典範的觀點主張最有效的責任是讓員工自己自負責任，以工作關係為焦點的責任建立取代層級的、事後追究。工作關係的責任建立類型如下﹕(Barzelay, 1992: 129)

 
                  工作關係類型
 １、顧客關係
 (1)個人與組織的顧客關係
 組織內部
 政府內部
 政府之外
 (2)集合的顧客關係
 組織內部
 政府內部
 政府之外
 2、生產關係
 (1)與顧客的合夥生產關係
 (2)順從者關係
 政府內部
 政府與民眾之間
 (3)與提供者的關係
 政府內部
  供貨者
(4)團隊關係
個人之間
工作團隊之間
功能之間
(5)合夥關係
政府內部
公共與私人部門之間
3、監督關係
(1)與行政部門領導者及其部屬之間的關係
(2)與立法機關、立法者及其助理的關係
4、組織人員的關係
(1)員工的關係
 員工與組織領導者的關係
 員工與其直接上司的關係
 員工與員工的關係
 (2)泛社區的關係
 機關組織之間
公僕之間
(3)同儕關係
行政人員之間
專業人員之間
7、從評估成本移轉到傳送價值
在傳統官僚模式之下，預算乃達成年度支出計畫的程序，政府的預算評估係在不浪費選民的稅收之下滿足公民的需耍，政府的效率責任主要掌握在監督者及預算人員之手中，換言之，政府的效率意味著成本的審核。後官僚模式的觀點質疑成本觀念，(Hutchinson et al., 1991) 後官僚模式論者以為公民對公共服務品質與價值的重視大於成本，事實上，如果機關組織依循顧客需耍，透過完善的生產管理過程改善生產力，公共服務價值與品質的改善亦可在慣常的基礎上達成。
8、 問題的解決超越規則與程序
官僚組織的行動過程被要求符合法規、程序，事實上，規則背後的意向是達成最佳的行動後果，因此，問題的解決才是重要的行動要素。
9、普化責任的負擔
公共服務輸出的成本負擔，例如人力的付出、辦公室的清潔與維護、工作站、訓練、辦公文具、辦公室的提供、檔案櫃設置、管理諮商、電腦設備、資料處理、資料庫管理、電話設備等，由規劃中心(人事機構)移轉到所有的工位單位，包括廣泛的企業經理身上。
二、小而有效率的政府 

企業精神( entrepreneurial spirit)的政府與後官僚典範的組織原則相得益彰，一九九０年代政府經營的潮流是企業精神的應用，政府結合私有組織、非營利與營利組織共同合作以遞送公共服務。企業精神再造政府的結果，公共組織的規模得以脫離白京生定律( Parkinkin’s Law)的組織日漸龐大的病象( Parkinson, 1957 )，公共組織結構的新格局是小而有效率的政府，政府不再是花費多，少產出的政府，問題的解決方式不再是以更多的錢或計畫來解決問題，小而精明的政府是公共組織設計的目標，奠基於企業精神的小規模公共組織的設計架構如下。
1、 催化作用的政府：政府是航行的舵手而不是划船者
古希臘文政府之意即為掌舵(to steer)，政府工作的設計要回歸掌舵的方向，而不是作為一個划船者；作業的角色是划船者，政府不是很好的划船手(Osborne and Gaebler, 1993:25)。因此要將政府定位在供給服務的策略方向，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自己作，政府的角色是供給、授權、動員與強化他人能力，政府監督公、私機構對公共政策的執行，並且加以評估其績效。
2、 強化社區的參與能力而不是服務： 公共服務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從官僚與專業人員之手轉向社區
政府與社區一起或透過社區而工作，使公民能掌控自己的環境而不必依賴官僚與專業人員。改善政府品質的最佳方法是由公民決定誰運用服務，並在若干不同的提供服務的競爭者之間作選擇，如果公共服務由政府壟斷，則公民無從選擇，就不能迎合社區的需耍，因而有必要推動社區參與以為補救，例如低所得房屋發展計畫可由社區發展公司、承租人合作社等組織共同攜手合作。(Osborne and Gaebler, 1993: 53)

3、 鼓勵競爭而非壟斷：將競爭注入公共服務的傳送脈胳
競爭是官僚壟斷的針劑，藉由市場的檢驗，防止公共組織浪費、腐敗、無效率的弊病，進而改善公共服務的品質。競爭的方式可為公共組織與私有組織的競爭、私有組織對私有組織的競爭、公共組織與公共組織的競爭。競爭雖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可以鼓勵創意，降低成本，迅速反應變遷的需求，是消除公共組織嚴重僵化弊病的鎖鑰。(Osborne and Gaebler,19993: 79)

4、 任務驅策的政府，不是規則驅動的政府： 轉變法規驅動的方針
大多數的公共組織並非由任務所驅動，而是由法規以及預算所驅動，各部門官僚的行為受層級體系上的權威及法規所約束及指導，法規像樹脂般黏結各部門的行動，這樣命令式的官僚體制在急速變遷環境中產生的是目標移置的反功能作用。企業精神的政府以清楚明確的組織目標拋棄舊有的法規包袱，界定基本的任務，然後發展預算(例如零基預算的運用)，使組織人員免於無止盡的法規，主動追求任務，預算與人事制度的更大彈性增進組織效能。(Osborne and Gaebler, 1993:110)

5、 結果取向而不是輸入取向的政府：追蹤後果，免除官樣文章
官僚的政府往往只重輸入不計成果，教育經費的投注只看學生人數，不問學生的學習成果；只知編列社會福利經費，不知多少人脫離貧窮找到穩定的工作；只問投入多少警力而不問犯罪率是否降低；結果，學童學習成效依然低落，福利經費不斷膨脹，窮困家庭依舅未脫離貧窮，犯罪率持續上升。
企業精神的政府企求改變酬賞與誘因，因為公共組織官僚知道他們的預算根據輸入，不測量結果，最後的檢測是下一次選舉，所以不需要力求績效，只有選舉失敗他們才會離開政府，選舉的關鍵是選民與利益團體的支持，不是決定於他們的服務績效。私有組織重視結果，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績效不彰，將遠離該行業。今朝已非昔日，今日的公民拒絕繳高額稅款支付低品質的服務，所以，責任、績效與結果開始敲響政府機關的長廊，預算的削減依據結果，預算削掉的是肥肉而不是瘦肉，酬賞成功不是酬賞失敗。(Osborne and Gaebler,1993: 139)

6、 顧客驅動的政府：迎合顧客的需要不是官僚組織的需要
民主政府的存在是要服務公民，企業的存在是要賺取利潤，所以企業以顧客為至上，但是政府卻還是個顧客盲，其原因在於企業從顧客身上賺錢，顧客滿足則售貨量增加；反之，則銷售量下滑，企業在競爭的環境下學習到對客戶的關心。公共組織大多從立法機關獲得基金，他們的客戶多是固定的，甚少遷移，沒有選擇服務的空間，所以公共組織管理者學習到忽視，公共經理重視的客戶是行政長官與立法機關，民選首長是受選區選民以及利益團體所驅動的，這也就是為何政府機關迎合利益團體的原因。
政府假設公民忙碌於日常生活無遐顧及低落的服務品質，例如換領汽車牌照大排長龍，毫無選擇的子女就學環境。其實，公民巳不再消極被動，父毋關心學童教育、環境保護、便民措施等公共政策。再者，由於知識與資訊的進步，同質化的中產階級社會亦轉型為多元文化的社會，公民的需求形形色色，傳統政府一貫的同一商標的服務已不能滿足公民的需求。
企業精神的政府為因應巨大的社會衝擊，開始自我轉型，經由顧客調查、焦點團體以及其他研究方法，仔細聆聽顧客需求，提供教育、休憩設施、甚至警察服務的不同選擇。進而，將客戶放在驅動的席位，學習企業的財務經營，與企業相競爭，向客戶負責，讓客戶選擇他們更佳的服務。(Osborne and Gaebler,1993: 169)

7、 企業化的政府：賺錢而不是花錢
政府的預算制度訓練了花錢的公務員，甚少訓練賺錢的公務人員，大部分的公務人員除了在預算短缺時，甚少思考財政以及稅收問題，他們相信只要作好交辦事項，民眾就會感激。其實政府是有創造力的但是不去思考而已，例如一九八四年蒙特婁奧運，加國至今仍負債一億美元，但洛城奧運卻沒花選民一毛錢。所以利潤的動機應轉移到政府，企業精神的政府就是投資的觀點，投資就像企業關心的是花錢與賺錢的平砝砭碼，花多少錢不是重點，只要花的錢能擴大回收。政府的缺點是只看花錢，不看回收。(Osborne and Gaebler,1993: 205)

8、 遠見的政府：預防而不是事後治療
傳統官僚組織的工作多是在對抗問題，例如以更多警力處理犯罪問題，以更多的衛生醫療處理疾病問題，購置更多的消防車來防火。現代政府的工作應是防治而不是治療，像舖設衛生下水道以防治疫癘，制定建築物法規以防治火災，檢驗食品以防止疾病。但是，卻由於專業技術的發展而轉移了防治的焦點，當消防部門專業化之後，發展滅火技術而非防治；警政專業化之後，致力於破案而非協助社區預防犯罪；環保當局深知預防的優先性，而花大錢於掃除污染。今日的文化等同未來盲，政府耗費巨資處理問題，而沒有導航系統，使政府負債累累。有未來觀的政府就不一樣，有遠見的政府花費一英兩的防治，而省卻一英鎊的治療經費。在政治的大環境之下，利益團體不斷向公共領導者施加壓力制定短程決策，未來觀的政府應改變驅動領導者的誘因，發展預算制度使公共組織著眼於十年的長程計畫。(Osbrone and Gaebler, 1993: 222)

9、 分權化的政府：從層級節制體系轉移為參與及團隊工作
往昔資訊技術未開發、溝通過程遲緩、公務人員教育程度低，集中化的組織設計不可或缺。今日資訊毫無限制，溝通無遠弗屆，公務人員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企業精神的領導者尋求的是分權化的途徑，藉由扁平化層級體系與授權，將決策分權於顧客、社區、與非政府的組織。(Osborne and Gaebler,1993: 251-252)

10、市場取向的政府：藉由市場的槓桿作用解決問題而不是以創造公共計畫作  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面臨問題時行政機關總是本能的以行政計畫來解決，但想想今日政府面臨的挑戰：衛生醫療體系的危機、前所未有的環境威脅、全球經濟帶來的教育與終身的職業訓練、家庭結構改變帶來的兒童照顧問題，以今日的財政與政治環境，政府實無能力徵收更多的稅收，花更多的錢解決這些問題。此意味著政府無選擇的勢必尋求非集中化的途徑，考慮建構市場的巨大槓捍原理，使千百萬的商人與私人有誘因參與衛生醫僚、兒童養護、工作訓練與環境保護的工作。(Osborne and Gaebler, 1993: 282)

參、公共服務遞送系統的多元化
民營化公共服務的類型相當多，但是民營化本身有其缺點與限制，究竟民營化能否落實基本的社區與公民參與的價值，端視競爭者是否豐富化而定。
一、民營化的類型：
1、 負擔移轉(load shedding)：
Kolderie撤除了供給與生產政府的角色，界定政府的角色為買方及賣方(Kolderie,1986)。此模式至今仍為英國民營化的主要原則，在Margaret Thatcher時代賣掉了許多石油、煤礦等產業。支持此方式的其他學者認為美國情況並不相同，美國的國營事業原本數量有限，並不必賣掉國營企業，將其中部分發包即可，所以美國的民營化等於簽約外包，Kolderie也同意民營化只是個開放的意識形態、大部分的國營事業產權私有化是不切實際的。
2、 六種選擇途徑：
Hatrry與Valente (1983: 199-217) 提供運用私人資源的六種方式如下
(1) 簽約外包(contracting out)：政府將部分生產或服務與私人企業簽訂契約，委託承包商提供辨理；
(2) 特許權(franchises)：政府授予私人企業以經營特許權，例如電力、瓦斯、自來水、公車路權、有限電視頻道使用權、以及公共資產租借權，費用由使用者付費，政府保有價格費率之核准權；
(3) 補助或補貼(grants and subsidies)：由政府透過免稅、低利貸款、直接補貼的誘因提供服務；
(4) 抵用卷(vouchers)：由政府核發給符合資格的公民，自由選擇消費某類產品，最後仍由政府付費，例如租金抵用券、食物抵用券、醫療服務、文化與教育事業，社會福利的救濟常運用此方式；
(5) 自願服務者(volunteer)：透過志願者及捐款提供服務，例如鄰里志願清掃街道、維護公園、對無家可歸者的食物供給、協助殘障者上街購物、以及公司行號對地下道的認養；
(6) 自我協助(self-help)：環境衛生的整理、自宅房屋的整修維護等。
上述各種途徑中，簽約外包是最普遍受到運用，美國市營的服務項目幾乎有二百多個項目外包給私有企業，包括監獄管理、警察治安巡邏與交通違規告發、機埸經營、救護車提供、公共汽車、托兒所、戒毒中心、防洪計畫、公園維護、停車場、垃圾收集與處理、路燈設置與維修、人行道維護、公務員訓練、博物館與文化中心等等(Savas,1987)。 Murray (1985)就主張避免民營化的名詞而以簽約外包替代。
二、民營化的難題
美國多年來外包制度的實施確實收到節省成本的效果，但是民營化也有其難題如下：
1、 政府仍要負起最後的責任與控制：只要政府還要負起成敗的責任，則由誰來提供服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仍為管理者的要務；
2、 平等的考慮：即使外包可降低成本並符合公民(消費者)取向，但外包政策仍存在著分配與平等的問題，迫切需要採用外包機制的地方政府多半面臨財政危機，外包的策略意味著更大的裁減組織。更甚者，大多數民營化的採用對貧者不利，對於弱勢數以及少數族群的平等就業機會有負面效果；
3、 競爭基礎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像美國，資本集中化的事實，市場由少數大賣家(資本家)所支配，不只個人連政府都必須與其交易，潛在供應者的短缺減損外包制的優點；
4、 挑精揀肥(creaming practics)：私有組織對於較不具經濟效益的公共服務取巧規避，只挑選利潤高、易執行的項目，而不易執行的項目仍留待政府去作。
三、公共服務遞送系統的安排
民營化有其缺點與限制面，但也有競爭的另一面，如何設計民營化防止其犧牲原始社會目的的負面效果，發揮公民權與社區的古典民主價值，是民營化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Miranda與Lerner(1995)以為效率的民營化指標如下：
1、 效率：有時候外包所花費的成本更高，民營化的效率觀是結合雙重活動產生經濟規模，不是花費更多的支出；
2、 公共服務的提供必須有分離也有部分重疊：公共服務提供的選捀性很重要，公共服務完全依賴單一的供給者，不論是政府機構或私人公司都是危險的。可在參與的前提與零基預算的氣候下，將部分的公共業務外包；
3、 精確的責任歸屬：多元化的公共服務提供意味權力的分散，權力分散化之目的是為化繁為簡，不是多元部門權責相疊、責任不清。
根据上述指標，Miranda與Lerner研究許多民營化模式，他們發現不是所有民營化的模式都能達成降低成本與改善服務品質的效果，最有效的模式是混合私有、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共同競爭的模式，根據他們的研究，公共服務的提供有下列幾種模式：
1、 政府官僚的雙重與重疊模式
圖１   雙重與重疊的政府官僚


       A         B         C      D      

          雙重                 重疊
A與B同時提供相同服務，A與B可能在同一地區或不同地區競爭；C與D

有不同的活動核心，也可能提供相同的服務。雙重強調平行，；雖然最佳的重
疊也很適當，但重疊代表含糊。這是傳統的政府官僚模式，缺少市場競爭的規劃。
圖２   浪費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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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的模式最為浪費，原本8個單位能作的工作卻由16個單位作；右邊的模
式原本常態下4個單位能作的事因另設4個單位而降低效率，必須加強監督。
圖３   連續性的民營化策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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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壟斷   府際之浪費     聯合外包    聯合外包     私人壟斷
民營化的策略是連續的光譜，從政府壟斷到私人壟斷，中間的途徑包括府際的浪費，例如分割官僚，政府１產生４個單位政府２產生４個單位使其競爭預算。在私人與私人之間的競爭承包之下，正如Osborne與Gaebler所說的政府的焦點放在操舵，而允許兩個以上的私人公司Ｐ１與Ｐ２去划船。但是私人與私人的競爭以及府際的競爭模式，雖然政府可予以監督，但是也有時會產生相互勾結。所以最佳的方式是政府仍維持內部能力範圍內的生產，而將其餘部分外包給一個或更多的私人組織。
圖４   運用非營利、自願性服務組織與抵用券
            

               政府
                          非營利事業

           私人部門                        

                         府際合作
這是充分運用里鄰組織、自願性團體、與抵用券的公民參與，也就是社區家庭、鄰居、教堂，以及自願性組織作為公民與政府之媒介，彼自動自發出錢出力作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夥伴，協助維護公園或社區守望相助。或者發行用抵用券給需要特殊服務之民眾，使其自由協選擇私人、非營利組織或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這是強化公民參與以及整合社會資源的最佳模式。
肆、結論
自從公共選擇理論批判自利官僚組織的無效率以來，民營化作為公共行政革新的觸媒，運用各種民營化策咯以增進政府效率與經濟績效的潮流正在世界各地方興未艾。本文從公共選擇理論演繹民營化的基本論點，公共性的觀念是兩面的，其隱含的不只是集體的選擇，而且鼓勵公民權的價值，公民權強調積極的影響與責任的承擔。此外，府際關係理論以及公共利益的觀點亦匯聚於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焦點之上。
傳統上政府對公共服務的壟斷使政府的行為獨立於經濟的行為之外，壟斷與無效率、欠反應、浪費的關聯性內化於一般人的觀念。公民權的概念使民營化與政府聯結起來，企業精神的政府與後官僚典範原則對公民權的實踐有極深刻描繪。
企業性的民營化政府在組織的設計上趨向於分權化的類似企業組織的非線性設計，強調政府與非政府力量的相互依賴性，私有企業效率觀支持了公共服務的外包制。政府選擇與私人企業簽約外包以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有其優點，最大的價值就是反應公民參與以及顧客取向的精神，因此政府規模可以縮小。外包以及小規模的政府形態，政府的責任並未消失，僅僅是變遷而己。
公民在公共組織功能中的的角色有幾項選擇，可將公共服務轉移於私人公司或非營利事業組織，其移轉的方式可以是排他或非排他，公共計畫由兩個以上組織的執行，在競爭之下，將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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